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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主持了仰韶村遗址的
第一次发掘，此举标志着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
开端。鲜为人知的是，安特生结束了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后，其助手白万玉又在遗址南部堆积深厚的区域进行了
补充采集，发现了一座出土遗物丰富的袋形灰坑，安特生
在《河南史前遗址》一书中将这座灰坑命名为“白氏袋状
坑”。由于安特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按深度分层收集遗物
的水平层发掘法，导致绝大多数出土物缺乏准确的层位
信息，但他在介绍仰韶村遗址出土器物时，特别注明了哪
些遗物出自该坑。这无意中保留了该单位遗物的共存关
系，也为我们认识“白氏袋状坑”的性质与年代提供了
可能。

“白氏袋状坑”出土遗存的内涵与年代

“白氏袋状坑”共刊布了 11件陶器，器类包含瓶、罐、
盆、钵等。

其中，标本 K.6424 与 K.6425 为两件灰陶小口尖底
瓶，二者形制相仿，均为喇叭口、鼓肩、斜直腹，底尖呈锐
角，器表施篮纹。标本K.6422罐，折沿，弧腹，器表施篮纹
与数周附加堆纹，特征分别与西王村遗址 H18：1：1 瓶、
H18：2：29罐相符（图1：1～3，图2：1、2）。标本K.6251盆，
敞口，圆唇，斜弧腹，小平底，素面，与笃忠遗址H22：48盆
形态相同（图1：4，图2：11）。以上器物为西王村三期文化
的常见组合。

另外，标本K.6398钵，敛口，斜直腹，器腹有两鸡冠状
鎜耳，与新街遗址G4：52钵形态相同。标本K.6417盆，敞
口，下腹微内收，与新街G4：6盆相类。标本K.6400与标本
K.5898为两件弧腹钵，在新街G4中也发现有同类器（图
1：5、6、10、11，图2：13～15）。新街G4中还出土有指征性
较强的小口瓶，H4：42 瓶口呈平折沿状，颈近直（图2：
12），是半坡四期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换言之，以上器物
均可在半坡四期文化中找到原型。

标本K.6591与K.6247为两件双腹盆（图1：8、9），与
青龙泉遗址H11：23盆形态相同，源自屈家岭文化。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将“白氏袋状坑”出土陶器分
为三群，分别来源于西王村三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屈
家岭文化。显然，该灰坑的年代属于仰韶时代晚期，但内
涵较复杂。除此之外，标本K.6804：9为一件鬲足，年代至
少要晚至龙山时代，系混入，应予以剔除（图1：7）。

“白氏袋状坑”引发的对仰韶晚期文化格局的新
思考

“白氏袋状坑”复杂的文化面貌，归因于仰韶时代晚
期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公元前五千年前后，
屈家岭文化北上至豫中地区，在北刘庄、谷水河、大河村
等遗址都留下了踪迹。在豫西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影响依
然强劲，上文提到的笃忠H22中亦出土有屈家岭文化风
格的豆与盆（图2：7、9），在仰韶村遗址 1981年度的发掘
中，还发现了同样源自屈家岭文化的盘形鼎与尊形圈
足杯。

引人注意的是，半坡四期文化与西王村三期文化的
因素同时出现在此单位中。学界一般认为，西王村三期文
化由半坡四期文化发展而来，二者前后相继。如依上述逻
辑，则该坑出土半坡四期文化的钵与盆（图1：5、6、10、
11），应属晚期遗迹出土早期遗物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
非孤例，长安花楼子遗址H11中同样发现有西王村三期
文化的附加堆纹筒形罐与半坡四期文化鎜耳罐共存，我
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认为是早期遗物混入或是发掘失误
所致。

仔细审视陕晋豫地区的仰韶晚期遗存，不难发现，类
似笃忠H22、西王村H18中喇叭口尖底瓶与附加堆纹深
腹罐的组合主要流行于晋南豫西地区（图2：1～6），如襄
汾陶寺H384，芮城杏林F3，夏县东下冯H208、H230，三门
峡庙底沟H212，新安盐东H200，但罕见于关中地区，而形
如新街G4：42的平唇口尖底瓶与鎜耳罐的组合则仅存在
于关中地区，暂未见于晋南豫西地区（图2：12、16、17）。
以上现象的成因值得深思。

近年来，《蓝田新街》与《三门峡庙底沟》两本报告的
出版，披露了大量仰韶晚期遗存材料，其中，两处遗址小
口尖底瓶的形态演变，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线索。

先看新街遗址，新街遗址的发掘者将遗址内仰韶晚
期遗存分为四段，有学者指出，尖底瓶口的演变规律为

“沿面带凸棱的平折沿→平折沿→斜折沿→敞喇叭口”
（图3：1～5）。以“敞喇叭口”为代表的H166等单位，同时
还出土有罐、盆、瓮、钵等器类，与年代稍早的单位相比，

虽器物形态略有变化，但器物组合并未改变。我们认为，
这类单位仍属于半坡四期文化。

再看庙底沟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发掘者并未讨论各
单位之间是否存在早晚差别，检索报告，我们也未发现有
效的层位关系。可喜的是，有学者通过陶寺遗址的几组打
破关系提供的年代标尺，归纳了西王村三期文化小口尖
底瓶的底部特征“从钝角演变为底尖带乳状突的小圜底
再到底尖为较宽平的圜底”的发展路径。我们按照这个规
律将庙底沟遗址西王村三期文化的小口尖底瓶列出（图
3：6～9）。

观察两处遗址小口尖底瓶的形态，可知，二者差异
较为明显。半坡四期文化的小口尖底瓶大多呈亚腰，而
西王村三期文化的同类器则为斜直腹，前者流行施线纹
与弦纹，而后者流行篮纹，且常见在肩颈结合处施一周
附加堆纹。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平陆谷地的庙底沟遗址
出土西王村三期文化的小口尖底瓶多为折肩，与半坡四
期文化晚期的瓶相类（图3：5～9），而位于豫西山地和
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的仰韶村、笃忠、盐东、东下冯、陶寺
等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则区别于前者，均为鼓肩（图
1：1、2，图2：5）。从地理位置上看，庙底沟遗址距离半坡
四期文化盘踞的关中地区更近，自然更容易受到半坡四
期文化的影响。如果两种文化曾经产生过跨地域的短距
离交流，那么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二者的共时性问题，
西王村三期文化很可能曾与半坡四期文化晚期有共存
的阶段。新街遗址 G27 中，半坡四期文化晚期喇叭口折
肩形态的小口瓶与西王村三期文化的附加堆纹罐共存
的现象，或许也可作为支撑以上观点的一个例证（图2：
20～22）。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半坡四期文化是西王村三期文
化的直接来源之一，二者的罐、盆、钵、瓶等器物形态有明
显的承袭关系。本文想要说明的是，西王村三期文化的来
源并不单一，除前文提到的半坡四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笃忠H22出土的小口高领瓮，显然来自同时期伊洛—郑
州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图2：10）。半坡四期文化与西王村
三期文化的关系究竟是前后相继，抑或是有年代重合的
阶段，还有待更多的田野材料以及测年数据的发现与
公布。

“白氏袋状坑”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尽管安特生是发掘仰韶村遗址与刊布材料的核心人
物，但“白氏袋状坑”的发现与清理，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其助手白万玉。白万玉自 16岁起跟随安特生进行矿藏调
查，后随其将工作重心转向古生物化石采集。1921年仰韶
村遗址发掘前夕，白万玉随安特生发掘了沙锅屯遗址。安
特生在该次发掘中，已经采取了依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
不同来划分地层堆积的做法，这无疑为白万玉打下了考
古发掘的基础，也是他能够识别并发掘仰韶村“白氏袋状
坑”的重要前提。安特生曾在著述中赞赏白万玉工作认真
严谨的态度，而将这一重要灰坑以“白氏”命名，亦体现出
对其贡献的充分认可与重视。

在科学的层位学与类型学方法尚未形成的时代背景
下，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遗址时以离地深度作为划分地
层的标准，进而在一定时期内引发了学界对“仰韶文化”
认识的混乱。安特生本人也曾坦言，“仰韶村的红陶、灰陶
和黑陶在各个层位都有出现……我希望中国的史前学家
能够借助新的、非常准确的地层发掘来验证我在仰韶村
的观察”。所幸，“白氏袋状坑”位于当时的发掘区之外，由
白万玉在遗址其他区域发现并单独清理，使得其出土遗
物并未与其他单位混杂，安特生在发表材料时，特别标注
了这批遗物的具体来源，从而使该灰坑成为中国新石器
时代田野考古报告中首个能够将出土遗存准确归位至原
始单位的案例。尽管这一记录出自安特生与白万玉的无
意之举，却为我们理解仰韶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诸考古学
文化的发展与交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线索。如果说“白氏
袋状坑”的发现带有某种偶然，那么白万玉的认真负责与
安特生对他的培养信任，正是使这一“偶然”成为历史必
然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与中央民族大
学为配合宁波市东钱湖北排工程，联合对前堰头遗址进
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根据发掘成果显示，有关宋代前堰
堰的水利设施遗存发现较为重要，提供了宋元时期东钱
湖地区水利开发利用的新视角。根据考古发现成果和文
献史料，笔者对东钱湖堰坝水利设施的形制布局、沿用情
况和构筑方式进行初步了解和认识，尝试分析宋元时期
对东钱湖地区水利开发利用的意义。

东钱湖水利开发的历史沿革

东钱湖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南部，由谷子湖、梅湖和
外湖三部分组成，南北长约 8.5公里，东西宽约 6.5公里，
周长约 45公里，面积约 22平方公里，是浙江省最大的淡
水湖。东钱湖地区的水利设施主要包括湖塘、堰坝、碶闸
和湫阙等配合使用。宁波东钱湖地区的水利开发历史悠
久，东钱湖水利开发中七堰的建筑始于唐宋时期，唐天宝
三年（744年），县令陆南金率众修筑水利设施开始，其中
建塘8条、堰4条。宋代经历了郡守李夷庚重修，形成了七
堰的规模，称为“钱湖七堰”。后经王安石任鄞县令时对东
钱湖水利进一步开发，使东钱湖成为了综合利用的水域。
清代在其基础上对堰坝水利设施进行重修和改造，形成
了现在的东钱湖堰、碶、坝遗址群。

宋代前堰堰遗存的考古发现

前堰头遗址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北端约 150米
处，自南向北呈缓坡状，东临村路，路东为梨花山，西近小
峡江，江于擂鼓山下流过。西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钱
湖堰、碶、坝遗址群—前堰堰、碶遗址（清代）。从发掘情况
来看，堰坝石构建筑遗存整体呈南高北低坡状分布，目前

已揭露的范围东西长8.5～9米，南北宽约11米。根据考古
地层和包含物，该堰坝建造位于黑灰色淤泥上，推断其时
代应为宋代。

从选址角度来看，前堰堰根据周围地形地势特点进
行选址，位于东钱湖与小浃江交汇处，两侧为梨花山和擂
鼓山，具有河道最直、两山距离最短的特点，有利于降低
工程建设难度和确保堰坝发挥其蓄水灌溉防洪的作用，
地形地势增加了湖水的流速，有利于将水带到下游更远
的地方进行灌溉。从建造技术角度来看，宋代前堰堰建造
技术具有石工与木工相结合的特点，符合宋代东南地区
水利工程技术——为处理软土地基，多采用以松木为桩，
将其钉入软土，上叠以石的建造技术。已揭露石构遗存中
部自南向北分布有 6～7 块石板，石板北侧近河道处有
3～4个木桩进行加固，防止石板滑落，以稳固坝体。堰体
底部均有成排木桩规则分布于淤泥层中，并有砂石料层
叠压在淤泥层上，应为坚固地基所用。同时木种属检测结
果显示，堰坝遗迹下方及周围的木桩确为松木，进一步佐
证了该石构建筑遗迹的主体年代应为宋代且应为水利设
施。石板正面均有磨损的南北向凹痕，可能为船只翻坝的
磨损痕迹。根据石构遗存分布及磨损情况，判断该石构建
筑可能为宋代堰体的北坡的局部，向南堰体延伸至关帝
庙底部，整个堰体分布范围无法判断。堰体东侧为石条垒
砌的早期河道岸堤，岸堤与东西向的石条水渠南壁连为
一体。

前堰头遗址中发现的堰坝遗存是东钱湖水利设施开
发与利用至关重要的历史实证，它集中而真实地展示了
东钱湖堰、碶从宋元至明清时期近千年的水利建设的兴
废沿革历史。前堰头遗址发现的自宋代以来该地区的堰
坝建造方式及其配套设施，为浙江乃至中国东南地区的
水利工程建设及营造方式等提供了独一无二、翔实客观
的考古证据。

宋元时期东钱湖水利开发的作用

以前堰堰为代表的钱湖七堰影响着宁波地区的农业
经济发展、水系网络运行和贸易交通格局。一方面，堰坝
水利系统在东钱湖水利开发利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其中包括防洪灌溉和水路交通。另一方面，其对东钱
湖周边窑场陶瓷经济的发展也起到支撑作用，并为海上
丝绸之路提供航运和核心商品保障。

东钱湖水利开发促进渔业与农业的发展。当地人“靠
湖吃湖”就近发展渔业，利用东钱湖丰富的鱼虾类湖鲜进
行打捞，以此为生计，并通过钱湖七堰等交通运输实现内
销或外销。农业主要是通过钱湖七堰等水利开发和利用
对下游农田进行灌溉，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东钱湖地区的水利设施提升了水运交通的便利条
件。东钱湖周边窑址大量分布，形成了越窑青瓷三大主产
区之一的东钱湖窑场。窑址和陶瓷业的制作和发展离不
开对水源和水利设施的利用。一方面东钱湖的水源可为
制瓷业生产提供生产用水，另一方面其产品具有易碎、量
大的特点，采用船只航运既经济方便又可降低运输的产
品损耗，所以大多窑址多建于水路交通方便的河湖周边。
钱湖七堰的建设可以将越窑青瓷外运，形成从七堰堰翻
坝后，利用周边密集的内河水网，如小浃江、中塘河、后塘
河等可以形成多条直达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交
汇处）的水路航线。水利设施的开发为东钱湖至明州港航
线以及接入浙东运河航线提供了实物资料，推动了江河
湖海水路交通的联动，为东钱湖通江达海提供了可能。

东钱湖地区堰坝水利系统是宁波地区水文化的重要
载体。宁波地区以水兴城，堰坝水利设施的开发和沿用显
示了历代的治水智慧，宋元时期的前堰堰连通湖河，成为
东钱湖通江达海的枢纽，既支撑了周边窑场产品运输，又
为明州港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物流保障。东钱湖地
区水利开发的利用提供了有关水利与经济、航运深度耦
合的方案，既是古代先民适应自然的技术结晶，也是宁波

“湖河海联动”发展模式的历史缩影，其多元价值需持续
研究与珍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宋元时期东钱湖地区的水利开发利用
刘仪品

仰韶村遗址“白氏袋状坑”相关问题研究
——一个早期考古发掘案例的启示

徐子莹

宝鸡郭家崖墓地北区与南区发掘的115座墓葬，为
探讨战国时期秦戎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个案。该墓地
虽处于秦国统治之下，但其文化面貌并未呈现单一文
化属性，即既不是典型的姜戎传统遗存，也不是纯粹的
秦文化墓葬，而是两种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特殊
交融状态。这种文化交融现象通过墓葬形制、葬俗以及
随葬品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为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统
治下戎族族群的文化调适过程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郭家崖墓地的族属，可能是秦国统治下的姜戎族
群。墓地的年代为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之间，或可晚
到秦统一前后。据《左传》记载，戎子驹支在崤之战中
所述“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
显示其曾为晋国所倚重。可见，姜戎族群的大部早在
春秋时期已东迁，而郭家崖墓地位于今宝鸡市区，在
战国时期早已纳入秦国版图，故此处所葬应为未东迁
的姜戎族群，此时他们已成为秦国的属民。

秦戎互动背景下的姜戎文化延续

郭家崖墓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秦国统治的背
景下，姜戎文化因素并未消失，而是通过与秦文化的
互动实现了延续与调适。这一现象主要反映在墓葬
形制、葬具结构和随葬器物等方面。

郭家崖墓地共发现洞室墓81座，约占墓葬总数的
70%，这表明洞室墓是该墓地的主流形制。关中地区的
洞室墓传统可追溯至宝鸡斗鸡台、扶风刘家墓地等先
周遗址，西周时期在长安沣西张家坡等地仍有延续。
高家村、碾子坡和张家坡等墓地的洞室墓均与刘家文
化相关。学界一般认为刘家文化的族属为姜戎，因而
这些洞室墓很可能与姜戎族群有关。俞伟超也指出，
秦文化中的洞室墓实为羌戎系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并
非秦人固有传统。在秦文化逐渐成为主导的背景下，
郭家崖墓地仍以洞室墓为主体，其中直线洞室墓 52
座，偏洞室墓29座，直线式占优的特点与典型秦墓有
所区别。尽管郭家崖墓地与刘家墓地年代相隔较远，
但二者均以洞室墓为主要形制，且同处宝鸡地区，反
映出姜戎葬俗在秦人统治环境中的延续。

框架式结构葬具与葬石现象，进一步体现了姜
戎文化的延续。该墓地共发现框架结构墓葬23座，约
占墓葬总数的20%，其形制与扶风刘家墓地的框架结
构墓葬相似。虽然塔儿坡秦墓和邮电学院秦墓中也
有类似葬具，但数量较少，说明这一葬俗并非秦文化
的主流特征。NM29 墓葬木棺底部铺有大块卵石的
现象，可能与羌戎族群的白石崇拜传统相契合。邓廷
良的研究表明，羌人存在在建筑关键位置供奉白石
的习俗。类似的葬石习俗在刘家文化中也有发现，如
在墓内放置石块、填土掺入卵石等做法。尽管陇县店
子墓地也存在铺石现象，但郭家崖的葬石习俗更可
能直接源自姜戎文化习俗。

壁龛设置与随葬陶器组合，同样展现出文化互动
与延续。郭家崖墓地设有壁龛的墓葬达85座，占总数
的74%。梁云的研究表明，秦贵族墓葬中出现壁龛实为
羌戎文化影响所致。双耳罐则是甘青地区常见器类，
高领袋足鬲不属于先周文化体系。随葬陶器中，出土
高领袋足鬲9件、双耳罐6件，这是刘家文化的典型器
物，显示出姜戎文化因素的传承。此外，南区出土陶釜
与陶鬲的底部多见烟炱痕迹，说明其为实用器。与以
往秦墓随葬陶器以仿铜礼器为主、日用陶器为辅的组
合不同，郭家崖墓地陶器以实用器为主，仿铜礼器如
陶簋、陶豆、陶匜等均未发现。这种差异似乎体现了姜
戎文化的实用主义倾向。

这些现象表明，新的政治环境下，郭家崖墓地的
姜戎文化因素是在与秦文化的互动中，通过有选择
地保持特定传统来实现族群文化认同的维系。

秦戎互动背景下的秦文化融入

在秦戎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郭家崖墓地呈现出
秦文化因素的渐进式融入特征，这一过程体现了两
种文化在互动中的调适与整合。

从葬俗来看，屈肢葬的普遍采用反映了秦文化对当地葬俗的渗透。在可
辨别葬式的101座墓葬中，屈肢葬共计98座，占比高达97%，其中仰身屈肢葬
84座，侧身屈肢葬14座。这一现象与扶风刘家墓地、宝鸡高家村刘家文化墓地
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屈肢葬并非姜戎固有葬俗，而是
受到秦文化的影响。结合NM29出土陶缶上“咸里”的陶文，所反映的秦国家行
政体系，以及南区56座墓葬头朝向西的秦人葬俗，可见在秦国政治管辖下，当
地姜戎族群在葬俗上已吸纳了秦文化因素，体现出文化互动中的主动调适。

随葬器物方面郭家崖墓地，同样可见秦戎文化的交融痕迹。墓地出土
的五组铜铃，其形制与咸阳塔儿坡秦墓、西安张家堡秦墓所出铜铃较为接
近，反映出本地对秦文化因素的吸收。陶器组合中，郭家崖墓地随葬陶器中
陶釜和陶壶最多，分别为55件和59件。其形制与塔儿坡秦墓、任家咀秦墓
等典型秦文化墓葬出土器物相近，而半两钱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秦文化
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秦式器物与高领袋足鬲、双耳罐等姜戎传统器
物并存使用，体现了日常生活中两种文化因素的共存与融合。

从以上分析可知，郭家崖墓地所见的屈肢葬、铜铃、陶釜、陶壶及
半两钱等秦文化因素，虽在数量与比重上不及洞室墓、框架式葬具等
姜戎文化因素，却展现了在秦国统治背景下，当地姜戎族群通过逐步
吸收秦文化元素以实现文化调适的历程。

秦戎文化交融的特征与启示

郭家崖墓地的考古材料，反映了战国时期秦戎文化交融的独特路
径，其文化面貌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或取代，而是在秦国政治统
治的背景下，通过生活习俗渐进式调适而实现的动态交融过程。这一交
融现象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统治为文化交融提供了
基础。秦国在确立统治后推行县里制度，如陶文“咸里”所示，使姜戎族群
被纳入秦国的行政体系。秦人并未强制推行文化同化，而是允许戎俗在
葬俗、器物组合中延续，同时屈肢葬的广泛采用又反映了秦文化的渐进
融入。这种的政治管理与文化选择共同构成了秦戎文化交融的基础。其
次，文化交融具有双向性。姜戎族群对秦文化因素的主动吸收，如陶釜、
陶壶等实用器在随葬品中的出现；同时也有秦文化对戎俗元素的接纳与
融合，即偏洞室墓和壁龛等葬俗在秦墓中的出现与传播。这种现象表明
互动并非单向接受，而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相互融合。最后，族群身份在
交融中经历了重构。郭家崖墓地的文化选择既非完全延续姜戎传统，也
非全盘接受秦文化，而是通过选择性保留与调整，形成了一种中间状态，
这体现了边缘族群在政治压力下维系认同的调适。

郭家崖墓地的发现，为理解早期戎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秦
戎文化交融并非斗争与接受的二元叙事，而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
种融合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延续或外来文化的机械复制，而是在统一的
政治框架下的创造性的转化与重塑。在战国大变革的背景下，郭家崖
墓地的文化调适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也是中
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生动体现。

［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与西南区域文明互动研究中心项目
“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商周羌人史地研究”（编号：HDZX202517）和榆林市
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一般项目“陕西清涧李家崖文化研究”（编号：YLSK-
2025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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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仰韶村遗址“白氏袋状坑”出土陶器图

图2 西王村、笃忠、新街遗址出土部分陶器图

图3 新街遗址与庙底沟遗址小口尖底瓶形态演变示意图


